《文化艺术志》编修工作体会与启示(二)
吴智杰
一部志书的编修质量如何，在撰稿任务完成后，编审工作起着决定性作用。
新方志工作开展以来，众手编修，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志稿的质量参差不齐。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编审工作认真把好关。此关把得严，内容不足，可以据实补齐；史实有误，可以发现和订正；体例不合，可以按规范修改；行文不严谨，可以加工修饰。总之，凡有不足，均可在编审阶段弥补和完善。
《文化艺术志》的编修，在这方面的实践体会和得到的启示，除前文(见《天津史志》2007年第6期)谈到的以外，还有几点，继续介绍如下：
l、关于篇目编排
篇目的编排，应根据不同事物(项目)形成、产生历史的早晚，或根据它们在社会上和人民心目中影响力的大小，加以科学、合理的编排。
《文化艺术志》篇目的编排，有一个从不尽科学、合理到比较科学、合理的调整变化过程。修志初期设计的篇目，全书13组文化艺术专业的依次排序是：⑴文物、考古，⑵博物馆、纪念馆，⑶图书馆，⑷美术，⑸音乐、舞蹈，⑹戏剧，⑺曲艺、杂技，⑻艺术教育，⑼艺术创作、科研、咨询，⑽电影，⑾演出场所，⑿群众文化，⒀对外文化交流。这个设计，实际上是把全志分成两段：第一段两个项目为文物事业，第二段11个项目为文化艺术事业。鉴于文物事业已单独编纂《文物志》，仅从文化艺术事业篇目设置情况看，上述编排是不够科学、合理的。理由是：第一，在这些艺术专业项目中，就其形成与发展轨迹看，排在前面的图书馆在历史上并不是出现最早的；第二，从艺术品种在社会上的影响及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而言，图书馆、美术、音乐在全部文化艺术品种中都不是最突出的。另外，若从宏观上观察一个城市(或地区)的文化艺术状况，除特殊专业研究和观察以外，一般情况下，人们首先关注的文化艺术品种，不会是图书馆、美术、音乐，应是戏剧、曲艺等。
1999年10月，我们从在京举办的“全国方志成果展览”上看到，已出版的省、市文化艺术志书，其篇目编排都把影响力较大的民族艺术品种戏剧、曲艺、杂技排在前面，把影响力较小的品种(如图书馆)和外来品种(如电影)排在后面，从中受到启发。自此，经过研究，便将《文化艺术志》的篇目编排调整为：⑴戏剧，⑵曲艺，⑶杂技，⑷音乐，⑸舞蹈，⑹美术，⑺电影，⑻图书馆，⑼群众文化，⑽文化娱乐场所，⑾音像，⑿对外交往与交流。(原⑻⑼两组项目据实划分到相关专业立章设节，不单独立项。)这样编排，被认为符合历史发展与客观实际，比较科学、合理(详见本志)。
2、关于内容构成
《文化艺术志》属于专业志书。按照《地方志基础知识选编》中有关编写专业志的具体要求，应当全面记述天津文化艺术事业各艺术门类的历史发展状况，并注意反映各专业的特点。这既是撰稿人的责任，也是编审人员的责任。
《文化艺术志》编修工作展开后，各撰稿单位撰写的志稿，就其内容而言，初稿即符合要求的不多。主要问题是应当记述的要素内容记述不全。例如在表演艺术门类(戏剧、曲艺等)，有的对本专业内涵只记述了专业品种、拥有演出节目、表演团体、创作与演出活动等几项内容，对专业活动不可缺少的艺术实践如学术活动、理论研究、社团组织、专业著述成果等内容未予记述，因而不能全面展现本专业的历史发展与现实面貌。
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对表演艺术门类各艺术形式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及其内涵的共同之处进行全面分析之后，从几篇志稿的不同记述中，综合、概括出一个普遍适用的篇目，作为统一的编写要求。这个篇目包括：专业种类、拥有演出节目、表演团体、演出场所、演出活动、人才培养、学术活动、理论研究、社团组织、专业著述成果。按此要求，凡有缺项，尽可能搜集、补充。经过一番努力，使同类型艺术专业记述的内容范围和篇目设置基本达到一致。表演艺术门类如此，文化门类(图书馆等)也参照加以完善，从而使全志各门类、各专业尽可能做到：内容全面，体例完善。对此，我们的努力基本达到了目的。否则，在志稿内容“先天不足”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编审人员这番工作，只按原稿编审、定稿，出版的志书中各项艺术专业记述的内容，将是参差不齐或残缺不全的。
3、关于资料利用
资料是修志的基础和先决条件。只有掌握和利用好资料，才能编出真实地反映历史和现状的较好的志书。
《文化艺术志》编修启动后，首先抓资料的搜集、整理。为便于利用，先后编辑出版《文化史料》9辑、187万字；还从市图书馆保存的解放前天津出版的报刊上摘录文化艺术信息制成卡片4000余张、30万字。这些丰富、翔实的资料，为《文化艺术志》的编修打下了有利基础。特别是进入编审阶段后，各篇章有不少原稿中记述不清、不实以及缺项等问题，都是从这些资料中找到答案而得以澄清、核实、补齐的。资料书成了志稿编修的“材料库”和解难释疑的“工具书”。当然，在某些环节也存在对资料注意不够的现象。有些问题本来可以在资料中找到答案，因忽视了这一点，经过一番周折，直到编审后期才得到解决。例如，《音乐篇》、《美术篇》原稿都立有“社团”一章。初期完成的志稿，只有解放后情况的记述，很少记载解放前的历史情况。在编审后期，我们从解放前的报刊资料卡片中查到一批此类信息，据此补充了这两篇解放前的社团概况，从而丰富了这方面的内容，发挥了资料的应有作用。
4、关于《大事记》
《文化艺术志》的《大事记》，经历了广泛收集、初步筛选、严格精选、适当补充4个步骤。应当说，对大事条目的选定、补充都是非常认真的。经过“两选”，共淘汰非属“大事”或要素不全的有数百条；另有近90条是在出版稿“二校”时才补充进去的。
《大事记》的编辑工作在把握“大事”的特征应是“当时影响较大，事后影响久远”，在内容上按照“大事突出，要事不漏”的原则，进行编写和选用。初期有的单位提供的“大事”资料，文字过于简短，一个事件、一次会议、一项活动，只写一两句话。这种写法，不便读者了解“大事”的实质内容。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适时学习了有关《大事记》的各种资料和理论，总的体会到：应适当记述中心内容，条目不求多，要有用。写得太简单，要素不全，只起检索作用不行。按此要求，我们认真审读了已编入的大事条目，对记述过简的，尽量寻找资料加以充实；对于缺少资料无法充实的，则予以删除。最后选定编入1160条、147000字，平均每条130个字。其中，最短的几十个字，多数在100--200字之间，有少量的300多字，个别最长的400多字。
可以说，《大事记》作为本志全部内容的“经”，基本反映了天津地域文化艺术事业自古至今的萌生、演进、发展、兴旺、曲折、振兴、奋进的全过程。不便阅读志书全文的读者，欲以短时间了解天津地域文化艺术事业的历史与现状，阅读《大事记》，便可得到满足。
5、关于引文
市地志办制订的志书《书写规定》，要求“志书中尽量少用引文。”《文化艺术志》的编修，根据志文的需要，有几处引用了领袖和重要人士的言论，还引用了少量报刊登载的相关史料，文字都不长。只有一处引用了一段较长的文字。即：在记述曲艺理论活动的历史概况时，引用了1956年《文艺报》(第7期)发表的何迟同志的《我怎样写又怎样认识(买猴儿)?》一文。这篇文章全文近6000字，引用约2000字。之所以如此，是考虑到：一是此文是《文艺报》组织开展的相声《买猴儿》大讨论作为活动的“总结”发表的；二是文章论述了有关文化艺术和讽刺文学创作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是一篇既有思想深度，又阐明文艺创作的规律，并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讲述，可谓是一篇具有真知灼见的好文章，此文不仅在当时有指导意义，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在本志蓝本评审会上，曾有人提出这一引文过长，建议删减一些。也有人认为引文较好地反映了时代背景，便于读者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及与之有关的一些问题，长一点也可以。我们对此进行了认真思考，认为引文便于读者对《文艺报》组织的《买猴儿》问题大讨论的情况及其意义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便没有进行删减。
志文表明，时任天津市戏曲学校校长的何迟的文章在《文艺报》发表几个月后，国家政治生活发生了变化。“反右”运动期间，何迟因创作相声《统一病》被错划成“右派”，他创作的《买猴儿》也受到批判。表演相声《买猴儿》的相声演员马三立受到牵连被错划成“右派”。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艺术志》引用《文艺报》此文，将有利于发挥志书的“存史、资治、教化”功能的作用。
6、关于表体
表体，是新方志编修所提倡的7种体裁(述、记、志、传、图、表、录)之一。对《文化艺术志》来说，不论表演艺术类，还是文化类，许多专业实践活动的动态及成果，有不少项目，运用文字记述形式，不如采取列表展示的形式显得更集中、更突出、更鲜明和更一目了然。只是在编修启动后，一些撰稿人员对此未引起注意，所完成的志稿，采用表体的很少。已出版的志书中多种多样的表体，绝大部分是编审人员在编审运作中根据志稿内容所具备的适宜条件和可能，由原述体改变而成的。
适当采用表体，至少有3点好处：一是有利于完善表列项目的内容。原述体文字平列记述的多项内容，多不注意相互间的比较，组织的文字难免随意性，因而有些要素内容参差不齐。列表后，必须按所设栏目逐一填列，有缺必须补齐，否则将不好通过编审，这就无形中向撰稿人和编审人员提出了严谨的要求，有利于实现体例规范化。事实上，《文化艺术志》表体中有些栏目的内容，长时间填不齐，直到编审接近尾声时才补齐。二是有利于活跃志书的版面。志书都是宏篇巨著，其内容全用述体，必使书的面貌显得呆板。将适合的内容改用表体，将为志书增加活力和增强可读性。三是便于读者阅读。志书的一些内容以表体取代述体，简化了内容，节省了文字，必然节省读者的阅读时间。而且，将繁杂的文字简化成一目了然的表格，必将受到读者的欢迎。
7、关于加强著述性的尝试
有专家强调，新方志不应仅仅满足于对本地区、本行业各种历史资料的排比和罗列，应当注意反映事物的本质。在广征博采的基础上，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对资料进行认真的鉴别、选择、整理和概括，即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通过纷纭复杂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加以记述，以加强志书的著述性。
我们从《文化艺术志》的编修中体会到：本志的大量内容都是史料的编排和罗列，只有序、综述、概述、章下无题序、编后记等体裁的文字具有著述性。不过，只要编审者在工作中注意思考、研究和辨析，就能在资料中发现，有些“现象”经过分析、提炼、加工，可以成为具有著述性的内容。在这方面，我们作了一些尝试，主要是从一些部门的学术、理论活动入手。对一些部门在此类活动中出现的属于较高层次或理论色彩的认识、观点、论断等，予以概括、提炼，使其成为对艺术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理念，并在记述方法上以适当的形式加以突出，以此展现其著述性和提高志文的分量。例如《杂技篇》，我们对两次学术研讨会的发言情况进行研究、分析，将其中的具有学术、理论价值的观点、论断等，分类进行整理、集中，使其对杂技艺术的发展、创作、表演等成为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观念。如1987年11月在津召开的全国首届杂技美学研讨会，共收到26篇论文，宣读19篇。经过研讨，在12个专业理念上取得了共识。我们把这12方面的内容，按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原则加以概括、提炼，使其成为具有理论价值的观点、论断，以排比的形式予以记述，编入《杂技理论活动》一章。又如曲艺工作，我们对改革开放后的曲艺理论活动情况进行了研究，从几次学术研讨会和专题座谈会上所涉及的曲艺艺术的“继承传统”、“改革创新”、“创作”、“表演”、“演员”、“观众和‘观众学’”，以及曲艺“理论”，“理论研究与评论”等问题的领导干部讲话和与会者发言的精华部分，加以摘编、整理，分别立题，逐人冠名记述，编入该篇的《曲艺理论研究》一章。这些内容，不仅彰显了其学术和理论价值，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志文的著述性，以上所谈，是我们对志书加强著述性的一点尝试的例子。作为这一事物的开端，我们以为这个尝试是有意义的。
8、关于校对
校对工作，是保证志书出版质量的最后一个环节。任何一部志书，只有把好校对这一关，使书稿中的差错不被“漏网”，才能为志书的出版画上圆满的句号。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于校对，要求是严格的，工作是认真的。
《文化艺术志》蓝本稿校对5次；出版稿因印刷厂电脑排版出了故障，发生了稿中正确无误的文字被错改的问题，因而增加校次，先后共校对7次。为提高校对质量，每次都根据书稿情况和排版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应注意事项和相关要求。例如电脑错改文字，就像故意在搞恶作剧，志文中演员嗓音的“嗓”字几处都被改成了“噪”，剧场内噪声的“噪”字则都被改成“嗓”……何以如此，令人莫名其妙！面对这一怪现象，校对人员普遍注意，并以极大的耐心仔细阅读，共查出错改文字80多处，错改标点符号百余处。这些差错分布在全书14篇的12篇之内。一部180万字的志稿，隐藏着80几个错别字和百余个错标点，要一一查找出来，其工作量，其难度，都可想而知。(为此事，市地志办与厂方进行了交涉，厂方负责人称此事故是因更换电脑造成的，对所发生的错改问题承担了责任，并对因此给我们带来的麻烦表示道歉。)经过艰苦努力，我们虽然查出和改正了近200个错改之处，但是否彻底，我们很难说有把握。而且改正之后，电脑会不会再出问题，我们心里也没底。如有“漏网”现象，或又出了故障，那就不可避免地在志书中留下遗憾。
还应说明的是，我们的编审(兼作校对)人员都是离退休老同志，大家对校对工作都很认真，但由于精力、视力的原因，难免会有疏漏现象。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愿向读者表示歉意。
以上所谈，是对前文的补充。作为工作体会，又是一家之见，难免有不成熟、不准确之处，诚盼专家、学者、业内人士及各方读者批评、指教。
                                                                （作者单位：天津市文化局史志办公室)
